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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提高了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吗？
———基于“拟自然实验”的证据

张志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基于环境规制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视角，采用空间处理效应、控制函数回归政
策评价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实施的二氧化硫和酸雨“两控”方案对我国城市环境质
量的影响效应。宏观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城市制造业污染物的排放在总量上有所缩减，但城市空
气中ＰＭ２． ５的浓度却没有出现显著递减趋势，表明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在幅度和范围上还有
待进一步强化，尤其是重点行业和关联产业的环境规制。微观企业层面实证研究表明，“两控”的环
境规制方案降低了企业ＴＦＰ，降低了企业价格加成，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规制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两控”方案加速了行业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再配置过程，提高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对于
重点污染行业尤为明显。据此提出了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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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城市环境已

经成为体现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建设“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成为支撑城市与城市群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我们期望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我们更为关注
中国已经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城市的环境质量。１９９８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依据中国城市环境的基本状况，制定了控制二氧化硫和酸雨排放的“两控”区域。“两控”区域涉及
２７个省市的１７５个城市。这些城市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１１． ４％，占全国ＧＤＰ总额的６２． ４％，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６０％ ①。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下降了２６． ３％ ②。

不同城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因此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仅有１７５
个城市被纳入“两控”控制范围内，使得其他未被纳入“两控”的城市，存在执行环境政策的道德风
险，这也影响我国环境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环境治理政策效应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城
市之间环境政策的协同状况。在微观政策执行领域需要城市政府制定细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例如制
定企业节能减排目标、推广绿色节能技术、提高城市整体的环境卫生条件等。这些微观规制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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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取决于调控目标主体的自主性。微观环境规制的
目标主体企业的行为，对于环境治理政策效应的评价尤为重要。忽略了对企业效应的评价，就难以
综合评价环境规制效应。因此，我们在对中国环境质量评价时，综合考量了微观和宏观效应。发达国
家环境规制经验表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对于节能减排、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Ｌｕｔｓｅ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ｒｌｉｎｇ［１］认为如果美国所有城市都能够遵守其节能减排政策目标，那么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７％。
ＯＥＣＤ［２］研究报告认为，高密度化和多样化治理城市气候变化的政策，能够有效降低ＯＥＣＤ国家治理二
氧化碳排放成本３％ ～４９％。Ｔｒｉｓｏｌｉｎｉ［３］认为，对于治理气候变化，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而言，不同等级
城市与区域的集体协作，才能够保障预期环境规制目标的实现。程新金等［４］认为，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与
１９９５年相比较，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降低了２１． ４％和２８． ４％，我国大陆地区的硫沉降分别降低了１７％
和２４． ７％。但是硫排放的超临界负荷区域分别只下降了０ ３％和６． ９％，硫沉降的超临界负荷仍然占
全国硫沉降的４５． ４％以上，污染情况依然相当严重。张征宇和朱平芳［５］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
析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上的竞争和博弈行为，认为各个地级城市之间环境支出存在显著的竞争效
应。在不同分位点上，环境支出的相互作用效应明显不同。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６］分析了中国“两控”环
境规制方案实施对中国不同城市出口的影响效应，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出口，
这一效应对于重点监控的重污染行业尤为明显。私有制企业更容易受到“两控”方案的影响，而国有
企业出口行为所受影响有限。张华［７］借助地区间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博弈模型，说明在中国式
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更多地存在环境规制政策策略互动行为。在２００６年以后这种互补性策
略互动效应在明显减弱，表明以环境质量为绩效考核的标准，显著地促进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以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空间计量实证检验框架，量化分析“两控”实施
方案的城市层面宏观规制效应。本文首次通过“空间处理效应”的方法，估计了空间倾向值得分并基
此进行了“两控”实施方案样本重新匹配，修正了样本选择偏差。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推导的空间动
态面板计量模型，考虑了空间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影响。这一方法既考虑了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
用，又考虑了环境规制政策具有的时滞效应。在稳健的实证研究方法下，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两控”
方案从宏观层面上明显降低了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但对于ＰＭ２． ５的规制效应有限。

其次，构建了内生化企业“两控”实施方案效应的实证产业组织研究框架，借助控制函数（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实证研究方法，测度了“两控”实施方案对于企业ＴＦＰ和价格加成的影响效应。发现“两
控”方案对于企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贴水”效应，“两控”方案会明显降低企业生产率，对企业价格
加成也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进一步探究了“两控”方案引致的行业要素再配置效应。在比较不同行业规制效应时，突
出了“六大重污染”行业。通过对行业层面ＴＦＰ综合分解，量化“两控”方案环境规制效应，为评价行
业层面环境规制效应提供了全新视角。

第四，丰富和填补了宏观和微观数据。宏观方面，由于缺乏城市层面的ＰＭ２． ５历史数据，本文
基于ＮＡＳＡ的卫星图片栅格数据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将其与中国县域层面Ａｒｃｇｉｓ的底层数据相互叠
加，通过地统计的方法，得到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ＰＭ２． ５历史数据，并且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量化分析“两控”方案对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微观方面，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为
统一的地理编码数据库，将企业地理位置与“两控”方案空间范围相互匹配，形成了微观企业绩效影
响效应数据库。这也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环境污染对企业绩效甚至居民健康的潜在影响③。

二、“两控”方案的城市发展宏观效应评价
１． 城市污染物排放的空间交互作用模型
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已成为公共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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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间因为环境污染引致的博弈关系可以由如下模型来解释：假设在空间上城市ｉ的政府行
为对于城市ｊ产生直接作用，并且这种交互效应是以空间邻近性为基础展开的，假设两者从中得到的
间接效应如公式（１）所示：

Ｕ ＝ Ｕ（Ｕｉ，Ｕｊ） （１）
这里两者的相互作用可以用各自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组合ｐｉ和ｐｊ来表示：

Ｕｉ ＝ Ｕ
ｉ（ｐｉ，ｐｊ） （２）

Ｕｊ ＝ Ｕ
ｊ（ｐｉ，ｐｊ） （３）

两个城市政府采取的政策具有相互依赖性。城市ｉ采取的促进城市发展的经济政策目标是最大
化间接效用，城市ｊ也采用同样的发展政策，两者相互作用的响应函数如公式（４）所示：

ｐｉ ＝ ＡｒｇｍａｘｐｉＵｉ（ｐｉ，ｐｊ）≡ Ｒｉ（ｐｊ）
ｐｊ ＝ ＡｒｇｍａｘｐｊＵｊ（ｐｉ，ｐｊ）≡ Ｒｊ（ｐｉ）

（４）

其中ｐｉ 、ｐｊ 分别代表城市政府ｉ和城市政府ｊ的最优政策组合，Ｒｉ（ｐｊ）、Ｒｊ（ｐｉ）代表两个城市政
府政策响应函数，这两个响应函数的斜率代表了城市ｉ和城市ｊ的政策作用方向，如果两者是政策互
补的，那么两者反映函数曲线斜率为正，反之为负值。对于一个地级城市而言，是否主动参与到“两
控”环境规制方案中，取决于空间邻接城市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城市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作用机制方
面，由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通常是可跨越城市边界的，因此对于城市ｉ而言，它的效用水平
既取决于ｉ自身环境质量又取决于空间上邻近城市污染物的聚集水平、空间邻近城市的环境质量。假
设城市ｉ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公式（５）：

Ｕｉｔ ＝ Ｕ（Ｎｉｔ，αｉｔ ｑｉｔ ＋ Ｑ－ｉｔ，κｉｔ） （５）
Ｎｉｔ代表城市ｉ消费的一般商品数量，ｑｉｔ是城市ｉ的污染物排放水平，αｉｔ代表城市ｉ内污染物停留

比例，Ｑ－ｉｔ代表污染物从其他区域扩散到城市ｉ的数量，κｉｔ代表城市ｉ的偏好特征参数。那么城市ｉ聚
集的全部污染物的量如公式（６）：

Ｑｉｔ ≡ αｉｉｔ ｑｉｔ ＋∑
ｎ

ｊ≠ｉ
αｉｊ ｑｊｔ ＝ αｉｉｔ ｑｉｔ ＋ Ｑ－ｉｔ，　 Ｑ－ｉｔ ≡∑

ｎ

ｊ≠ｉ
αｉｊ ｑｊ （６）

城市ｉ的预算约束为ｂｕｇｉｔ ＝ Ｎｉｔ ＋ ｃｉｔｑｉｔ ＋ ｐｉ 。将城市ｉ消费的一般商品作为等价物，ｃｉ代表城市ｉ
进行污染物治理必须支付的成本。城市ｉ面临如公式（７）的最优化问题：

ｍａｘｑｉＵ [ｉｔ Ｎｉｔ，αｉｉｔ ｑｉｔ ＋∑
ｎ

ｊ≠ｉ
αｉｊ ｑｊ，κ ]ｉｔ

ｓ． ｔ　 ｂｕｇｉｔ ＝ Ｎｉｔ ＋ ｃｉｔｑｉｔ ＋ ｐｉ

（７）

依据公式（７）一阶最优化条件，得到城市ｉ污染物治理的需求函数如公式（８）所示：
ｑｉｔ ＝ ｑ［ｂｕｇｉｔ，ｃｉｔ，αｉｔ，Ｑ－ｉｔ，κｉｔ，ｐｉ ］ （８）

将它泰勒展开，得到反映城市ｉ污染物治理水平的计量方程（９）：
ｑｉｔ ＝ β０ ＋ ρ∑

ｎ

ｉ≠ｊ
αｉｊ ｑｊ ＋ β１Ｎｉｔ ＋ β２ｃｉｔ ＋ β３κｉｔ ＋ β４ｐｉｔ ＋ εｉｔ （９）

参数ρ代表城市ｉ的污染物受到空间邻近城市污染物影响的效应。然而城市ｉ的环境治理政策，
不会瞬时依据城市ｊ的政策做出调整，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如果略去这个
时间效应，就难以准确量化各个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战略相互作用。时间滞后效应的存在也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减弱环境治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公式（１０）体现了这一综合效应：

ｑｉｔ ＝ γｑｉｔ－１ ＋ β０ ＋ ρ∑
ｎ

ｉ≠ｊ
αｉｊ ｑｊ ＋ β１Ｎｉｔ ＋ β２ｃｉｔ ＋ β３κｉｔ ＋ β４ｐｉ ＋ εｉ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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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κ代表城市ｉ污染物排放的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ｉ和城市ｊ之间环境规制
政策的交互效应，假定残差εｉｔ存在空间自相关效应如模型（１０）的回归方程所示，其能够反映各个参与
“两控”治理方案城市的环境政策效应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两者的响应函数如公式（１１）所示：

ｐｉｔ ＝ δＷｐｊｔ （１１）
其中Ｗ代表城市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加权矩阵。当考虑城市之间环境规制效应的交互作

用时，可将模型（１１）进一步整理为一个空间动态面板的Ｄｕｒｂｉｎ模型如公式（１２）所示：
ｑｉｔ ＝ γｑｉｔ－１ ＋ β０ ＋ ρＷｑｉｔ ＋ β１Ｎｉｔ ＋ β２ｃｉｔ ＋ β３κｉｔ ＋ δＷｐｉｔ ＋ εｉｔ （１２）

参照Ｌｅｅ ａｎｄ Ｙｕ［８］的研究，可以将模型（１２）进一步拓展为包含所有目标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的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如公式（１３）所示：

ｑｉｔ ＝ γｑｉｔ－１ ＋ β０ ＋ ρＷｑｉｔ ＋ θＷｑｉｔ－１ ＋ β１Ｎｉｔ ＋ β２ｃｉｔ ＋ β３κｉｔ ＋ β４ｐｉｔ
＋ β５Ｗｃｉｔ ＋ β６Ｎｉｔ ＋ βＮκｉｔ ＋ δＷｐｉｔ ＋ εｉｔ

（１３）

模型（１３）是基于理论模型展开的隐函数回归，需要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显性变量来表示各个隐
函数内的向量。ｑｉｔ用城市污染物排放量来表示，Ｗ代表空间加权矩阵，在实证检验部分，将采用不同的空
间加权矩阵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Ｎｉｔ用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代替，代表城市层面的一般商品
的消费水平，ｃｉｔ这里用城市人均环境治理经费额来替代。ｐｉｔ代表城市层面参与“两控”方案的程度，如果
城市处于“两控”区域，那么该值为１，否则为０，相应的空间滞后项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针对城市主要
污染物的回归参数预期为β４ ＜ ０。δ ＜ ０表明“两控”的方案显著地提升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然而，不同
类型城市在参与“两控”方案时存在博弈的过程。一方面，那些没有参与“两控”方案的城市存在环境规
制政策实施的“道德风险”，那么这些城市有环境受到损失的风险。那些参与“两控”方案的城市，则受到
“两控”规制方案的影响，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也较为严格，因此这一过程也是我们基于空间处
理效应估计倾向得分的来源。通常采用匹配的估计方法分析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政策效应，这也是线性
固定效应模型政策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Ｈｏ［９］认为匹配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通过拟自然实验（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对数据样本进行重新匹配处理。这里首先利用空间二元选择模型，估计城市经历
“两控”处理效应的倾向得分，具体如公式（１４）所示：

Ｐ ＝ Ｐｒｏｂ［ｔｒｅａｔ ＝ １］＝ ｐｒｏｂ［ｃｉｔｙｔｒｅａｔ － 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４）
这个模型说明那些没有参与“两控”方案城市的决策概率，取决于参与“两控”方案后带来的期

望效用差异，这也为我们进行拟自然试验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结合模型（１０）和（１１），我们认
为特定城市参与“两控”环境规制方案的倾向得分可由模型（１５）代表的空间倾向得分表示：

Ｐｒ［ｙｉｔ ＝ １ ｜ ｙｉｔ－１ ＝ ０］＝ ｆ（α ＋ Ｘｉｔβ ＋ ρＷｙｔ－１ ＋ εｉｔ）
εｉｔ ＝ δεｉｔ ＋ μｉｔ

（１５）
对于这些特定城市，它们的决策过程受到空间邻近城市的决策影响。模型（１５）是我们估计政策

效应倾向得分的基础。
２． “两控”环境规制宏观效应的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与特征性变量设计
关于城市环境质量，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评价指标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例如绿色城市指数、城

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等，但这些指标通常难以获取。这里我们采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指标反映城市环
境质量，这些指标为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ｌｎＳＯ２）、城市烟尘去除量（ｌｎｓｍｏｋｅ）、城市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量（ｌｎｗａｔｅｒ）等。我国政府实施的“两控”方案会直接影响上述特征性变量，因此选择这些被解
释变量，能够有效反映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解释变量方面，主要分两种类别，一类是控制变
量，即模型（１０）中影响环境规制需求偏好的参数κｉｔ，我们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人口密度；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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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人均环境支出水平（ｌｎｅｘｐｉｔ）；城市的人口密度（ｌｎｄｅｓｉｔ）；地级以上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
（ｍａｎｕｅｍｉｔ），通常这一比例越高，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越高，直接影响到城市环境质量；城市
中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ｌｎｄｏｃｎｉｔ），通常而言城市的环境质量越好，居民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
越高，那么城市地方政府用于公共卫生与环境卫生方面的投资也越高。另一类是处理变量，即模型
（１２）中的ｐｉｔ，处理变量是反映“两控”政策效果的变量，如果这些城市选择实施这样的政策，那么相
对应的处理变量就是１，反之就是０。反映城市环境质量发展状况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城市人均环境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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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１９９８年“两控”方案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１给出了１９９８年中国环境规制“两控”方案的
空间特征，图中深色区域是两控方案的实施区域，浅
色代表非“两控”方案的实施区域。图１表明很多实
施“两控”方案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并且很多“两
控”的区域都跨越了省份的界限。这也说明就“二氧
化硫”和“酸雨”的两控方案而言，存在显著的空间相
关性，这为我们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展开
实证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

然而客观地评价环境规制政策效应，需要更直观
地获取能够衡量空气质量的微观数据集合。加拿大学
者Ｖ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１０］通过使用、解密全球卫星数据得
到全球范围内ＰＭ２． ５的０． ０１° × ０． ０１°的栅格数据。卫
星图片的处理主要源于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ＯＤ（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ｈ）和地球大气运输模型（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以及地面ＰＭ２． ５观测站。三
者相互补充可以得到全球０． ０１° × ０ ０１°栅格层面的ＰＭ２． ５历史时间序列数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的研究报告提出，如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中ＰＭ２． ５的浓度高于４５μｇ ／ ｍ３就有严重健康风险。为
了能够从微观层面分析“两控”方案实施以来的政策效果，这里基于ＰＭ２． ５的历史数据集，将中国城市
底图和ＰＭ２． ５的０． ０１° × ０． ０１°的ｔｉｆ格式数据叠加，计算出了各个城市的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的ＰＭ２． ５平均
浓度值，并将这一指标作为衡量城市环境状况优劣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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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４年中国县域层面的ＰＭ２． ５的平均浓度水平

图２给出了２０１４年中国县域层面的ＰＭ２． ５平均
浓度空间分布情况。图２表明，京津冀地区仍然是中
国ＰＭ２． ５平均浓度最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县域层面
ＰＭ２． ５的平均浓度水平都在４０以上，ＰＭ２． ５污染物的
空间聚集趋势非常明显。这表明ＰＭ２． ５的空间相关
性是显著存在的。为了进一步描述污染物的空间相关
性，我们计算出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间ＰＭ２． ５的空间相关性
Ｍｏｒａｎ指数均值为０． ６４，表明ＰＭ２． ５污染物排放具有
很强的空间相关性④。

（２）空间处理效应回归结果
式（１３）的回归方程是典型的空间动态面板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空间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可以采用
极大似然估计（ＭＬ）和广义矩（ＧＭＭ）估计方法。在有
限样本条件下，ＧＭＭ估计方法比ＭＬ的估计方法更为有效，而在大样本下两者估计效果并不存在显
著差异。因此对于模型（１３）的估计，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给出了ＧＭＭ和ＭＬ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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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城市环境规制处理效应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ｌｎＳＯ２

（１）
ｌｎｗａｔｅｒ
（２）

ｌｎｓｍｏｋｅ
（３）

ｌｎｐｍ２． ５
（４）

ｑｔ － １ ０． ６４３ ７ ０． ７２４ ９ ０． ７２４ ９ ０． １２０ ９

（２３． ３８２ ９） （２４． ７９４ ７） （２４． ７９４ ７） （３１． ３０４ ８）
Ｗｑｔ － １ ０． ５５５ ３ ０． ５９４ ２ ０． ５９４ ２ ０． ３８８ ７

（１４． ６３３ ６） （８． ５６９ ３） （８． ５６９ ３） （２． ５８７ ６）
ＴＣＺ － ０． ０３３ ９ － ０． ０８７ ４ － ０． ０８７ ４ １． ０７２ ５

（４． ６１２ １） （－ １． ３００ ０） （－ １． ３００ ０） （０． ６４２ ５）
ＷＴＣＺ － ０． ０１５ ５７ － ０． ０１３ ５１ － ０． ０１３ ５１ － ２． ２６６ ６

（２． ６７８ ２） （－ １７． ４８５ ４）（－ １７． ４８５ ４） （－ ０． ８８６ ２）
ｘｃｏｏｒｄ － ０． ０８８ ８ － ０． ０３９ ７ － ０． ０２８ ５ － ０． ４０９ ７

（－ ２１． ２０９ ３）（－ １１． ５９４ ５）（－ １１． ５９４ ５） （－ ０． ５５４ ７）
ｙｃｏｏｒｄ － ０． ０６０ ８ － ０． ０２４ ７ － ０． ０３４ ７ － ０． １８５ ６

（１０． １９６ ５） （１２． ７９７ ３） （１８． ７９７ ３） （－ ０． １１７ １）
ｌｎｅｘｐ － ０． ０３７ １ － ０． ００５ ９ － ０． ００５ ９ － ０． ２２４ ０

（７０． １８０ ２） （７０． ４１８ ２） （９０． ４１８ ２） （－ ０． ００３ ７）
ｌｎｄｏｃｎ － ０． ０７１ ９ － ０． ００６ ４ － ０． ００６ ４ １． ２７５ ６

（－ １８． ６２７ ６） （６７． ３３１ ０） （１４． ３３１ ０） （１７． ０２０ ９）
ｌｎｍａｎｕ ０． ３３２ ８ ０． ３０２ ５ ０． ４２３ ５ ０． ０２５ ３

（１２． ３２０ ８） （１５． ２２３ ８） （１６． ３２５） （１８． ３２５）
Ｗｌｎｄｅｓ ０． ２４５ ２ ０． ３４８ ３ ０． ２４０ ５ ０． ０６８ ９

（４． ０７９ ７） （８． ２９７ ４） （９． ２９７ ４） （９． ４１４ ５）
Ｗｌｎｍａｎｕ １． ９６３ ３ ０． ２８１ ２ ０． ２７４ ５ ０． ５１５ ７

（２． ７１８ ７） （９． ９８１ ５） （８． ９８１ ５） （４． ９１６ ７）
Ｗｘｃｏｏｒｄ － ０． ０９４ ０ － ０． ０８７ ５ － ０． ０８７ ５ － ０． １９９ ０

（－ ９． ２２１ ３） （－ ９． ４４６ ２） （－ ８． ４４６ ２） （２． １１７ ９）
Ｗｙｃｏｏｒｄ － ０． ４９８ ３ － ０． ８４８ ４ － ０． ８４８ ４ － ０． ３２４ ８

（－ ９． ３５２ ５） （１． ７０５ ９） （９． ７０５ ９） （０． ８９２ ９）
Ｗｌｎｅｘｐ － ０． ０２２ ８４ － ０． ０５０ ３ － ０． ０４２ １ － ０． ０４２ ４６

（１１． １２１ ２） （１１． ４５３ １） （１２． ４５３ １） （１２． ９６１ ０）
Ｗｌｎｄｏｃｎ － ０． ２２２ ３ － ０． ２４８ ０ － ０． ２４３ ２ － ０． ２０１ ７

（２． ８４８ ６） （３． ８１７ ０） （４． ８１７ ０） （２． １０９ ９）
Ｗｑｌ ０． ９２２ ４ ０． ７８２ １ ０． ７８２ １ ０． ３００ ２

（６１． ９３４ ０） （１８． ４６７ ０） （１８． ４６７ ０） （１２． ５７３ ２）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其中直接与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来源于１ ０００次自举（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的方法。

计结果。回归结果如表１所示，结果表
明对于匹配后的数据样本而言，是否处
于“两控”方案的区域，确实能够显著影
响城市环境质量，“两控”方案能够显著
地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这在所有
的回归中都得到了证实。全部的空间动
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具有
典型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
我们发现以工业污染物为被解释变量的
方程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都是高度显著
的，这表明“两控”方案对工业污染物排
放量具有显著的消减效应，对于二氧化
硫的消减效应尤为明显，在点弹性的状
态下，参与“两控”方案会降低二氧化硫
排放量３ ３９％。如果参与“两控”方案
城市的周边城市也参与“两控”方案，同
样也具有显著的污染物消减效应，可以
额外消减城市层面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１ ５７％。在其它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方
面，如废水和烟尘的排放量方面，“两控”
方案具有的环境规制效应仍然高度显
著，进一步说明了“两控”方案对于工业
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表１
中的回归４是以ＰＭ２． ５作为被解释变量
展开的，与前几种污染物排放的“两控”
规制效应不同，“两控”方案的实施对于
ＰＭ２． ５的规制效应并不显著，从而说明
在考察期内，“两控”方案并没有有效地
降低城市层面的ＰＭ２． ５的排放水平。其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控制变量方面：如果城市的经纬度越
高，那么越易于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这符合污染物降解的一般规律；城市层面的环境支出水平越
高，表明相应城市的环境治理水平也越高，那么能够显著地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工业二氧化
硫、酸雨和烟尘排放以及ＰＭ２． ５都显著消减。空间效应方面，在空间Ｄｕｒｂｉｎ模型的框架下，相应控
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都是高度显著的，表明环境规制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种不同类型
的污染物排放与城市医疗卫生条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即通过改善区域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了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助于污染物排放的缩减。全部污染物
排放量的时间滞后变量在所有回归变量中都是高度显著的，表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时滞
效应，当期的污染物排放在将来的环境质量变化中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效应。

在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效应方面，我们也计算了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⑤。与表
１中空间动态面板的Ｄｕｒｂｉｎ模型的估计结果系数相对应，这里的回归结果，充分考虑了“环境规制”
主体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带来的“两控”规制效应的反馈效应。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在所有的
效应分解中都是高度显著的，这进一步佐证了表１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明在经典的回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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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忽略了空间效应的影响，就显著存在缺失变量偏差。“两控”方案的影响效应具有典型的空
间作用机制，环境规制不但通过直接效应影响自身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借助于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
作用将这种环境规制效应传递到其它空间邻近的城市，从而形成了“两控”方案规制效应的空间扩散
机制。这一空间扩散机制对二氧化硫、废水和废气的影响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对ＰＭ２． ５的规制，无
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是不显著的，这进一步说明“两控”的规制方案对于ＰＭ２． ５的环境规
制效应有限。城市所属的经纬度水平、人力密度、城市所拥有的医疗卫生条件等控制变量都存在显
著的空间效应。通过比较这些控制变量的总效应，发现它们都明显地高于表１中的直接回归效应系
数。所以综合应用空间计量方法，能够更进一步揭示经济变量内含的空间效应，也是对运用经典计
量经济学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⑥。

三、“两控”方案的微观企业效应评价
１． 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ＴＦＰ和价格加成的实证分析框架
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环境规制效应评价，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参与“两控”方案前后企业绩效的

变化。这里我们延续了处理效应的分析思路，比较了１７５个“两控”方案城市中企业ＴＦＰ的变化，以
及体现企业产业竞争能力的价格加成（ｍａｒｋｕｐ）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业内和产业间是
否存在显著的要素重新配置过程。我们采用内生控制函数的方法，探究“两控”方案实施对制造业企
业绩效的影响。

（１）“两控”方案内生化影响企业的ＴＦＰ
企业的生产函数如公式（１５）所示：

ｑｉｔ ＝ βｌ ｌｉｔ ＋ βｋｋｉｔ ＋ βｍｍｉｔ ＋ ωｉｔ ＋ εｉｔ （１５）
其中所有的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对数形式的企业工业总产值、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原材料等中

间投入。正如结构化生产函数估计强调的，可以用企业最优投资决策模型来识别不可观测的生产率
ωｉｔ。这里的分析方法与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１］相似。他们认为不可观测的ωｉｔ会直接作用于企业要素产出
弹性进而产生估计偏差，并且企业动态地进入和退出行业同样会影响企业生产率。我们参考了他们
的研究，将“两控”方案中的实施状态，与企业资本投入和ＴＦＰ同时作为状态变量引入企业动态投资
方程。企业投资策略函数如公式（１６）所示：

ｉｉｔ ＝ ｉｔ（ｋｉｔ，ωｉｔ，ｔｒｅａｔｉｔ） （１６）
其中ｔｒｅａｔｉｔ代表企业是否处于“两控”城市范围内的虚拟变量，将模型（１６）取关于ωｉｔ的逆函数

得到ωｉｔ的控制函数ωｉｔ ＝ ｈｔｒｅａｔ，ｔ（ｋｉｔ，ｉｉｔ）。我们采用了两阶段矩条件来识别参数β。将企业是否处于“两
控”方案之内作为内生影响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变量，能够有效识别由于实施“两控”方案带来的生产
率影响效应。在其他的企业生产率决定因素的研究中，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１２］认为企业是否具有进出口行为
也是影响企业生产率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们在企业生产率动态变动的矩条件设定中，也加入了
企业是否从事出口的虚拟变量。企业生存概率的估计方面，参考了相关研究，将企业的规模、企业生
产经营条件等作为影响企业生存的关键变量。将考虑了企业“两控”方案效应的ＴＦＰ用ωＴＣＺｉｔ 来表示，
将利用Ａｃｂ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ｖｅｓ［１３］计算方法得到的ＴＦＰ用ωａｃｆｉｔ 来表示⑦。

（２）“两控”方案影响企业的价格加成
价格加成（Ｍａｒｋｕｐ）是体现企业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实证产业组织ＥＩ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分析框架下，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与企业自身管理战略都会最终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微观
企业价格加成参考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１４］的研究，定义企业价格加成为μｌｉｔ，它取决于公式（１７）：

μｌｉｔ ＝ θ
ｌ
ｉｔ（ａｌｉｔ）－１ （１７）

其中θｌｉｔ代表企业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ａｌｉｔ代表企业投入要素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微观企业
价格加成是在ＴＦＰ计算基础上完成的。

—５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两控”方案引致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
尽管微观企业层面ＴＦＰ和价格加成能够直接量化“两控”方案对于企业的直接影响，但是其不

能综合反映行业层面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进一步刻画“两控”方案对于行业资源再配置的影响，就需
要进一步进行微观企业生产率分解。在分解的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效应，因
此是基于生产率进行的动态分解。分解方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基于ＯＰ的ＴＦＰ测算方法，以企业
的产值份额或者就业份额为权重计算ＯＰ协方差，这里我们用ΩＯＰ来表示，这种方法为静态的分解方
法；第二种是Ｂａｉｌｙ［１５］提出的考虑企业进入与退出效应的分解方法，这里我们用ΩＢ来表示；第三种是
由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ｉｖ［１６］改进的考虑企业进入退出的生产率分解方法，这里用ΩＧＨ表示；第四种是由
Ｐｅｔｒ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１７］提出的加总生产率（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分解方法，这里用ΩＡＰＧ来表
示。我们分别基于这几种分解方法，对“两控”方案引致的要素再配置过程进行了测算。
２． 环境规制政策与微观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１）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

表２　 “两控”方案的企业生产率贴水效应
企业类型 ＴＦＰ类型 ｋｉｔ ｌｉｔ ｍｉｔ ｅｎｖｉｔ 观测值个数

国家所有 ＯＰ ０． １７９ ０． ２２５ ０． ６８２ － ０． ０７５ ３８７ ０９９

ＬＰ ０． １７２ ０． ２２７ ０． ６７５ － ０． ０７０ ３８７ ０９９

ＡＣＦ ０． １７４ ０． ２２４ ０． ６４５ － ０． ０７４ ３８７ ０２２

集体所有 ＯＰ ０． １４２ ０． ２７２ ０． ６２５ － ０． ０６２ ３７２ ０００

ＬＰ ０． １５２ ０． ２４２ ０． ６４５ － ０． ６０７ ３７２ ０００

ＡＣＦ ０． ０４４ ０． ２４３ ０． ６３５ － ０． ６３２ ３７２ ０００

法人所有 ＯＰ ０． １２４ ０． ２２０ ０． ６５２ － ０． ０５０ ３２０ ０５２

ＬＰ ０． １２７ ０． ２２３ ０． ６４１ － ０． ０３２ ３７０ ０２８

ＡＣＦ ０． １１２ ０． ２０１ ０． ６２０ － ０． ０５６ ３８２ ２３５

个人所有 ＯＰ ０． １１３ ０． ２３２ ０． ６２６ － ０． ０５１ ３０２ ２５１

ＬＰ ０． １１５ ０． ２３３ ０． ６２７ － ０． ０５２ ３０２ ２５４

ＡＣＦ ０． １１７ ０． ２２１ ０． ６５５ － ０． ０２１ ３０２ ２１４

港澳台所有 ＯＰ ０． １２２ ０． ２２１ ０． ６４１ － ０． ０２５ ３４０ ０２１

ＬＰ ０． １２２ ０． ２２３ ０． ６４２ － ０． ０２６ ３４０ ０２１

ＡＣＦ ０． １０５ ０． ２１９ ０． ６１３ － ０． ０２４ ３４０ ０２１

外商所有 ＯＰ ０． １２０ ０． ２２１ ０． ６０６ － ０． ０３２ ３７５ ５２８

ＬＰ ０． １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６０２ － ０． ０３１ ３５６ ６８２

ＡＣＦ ０． １３２ ０． ２３１ ０． ６０１ － ０． ０３８ ３５２ ２３３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ＬＰ和
ＡＣＦ的参数估计的标注差由１ ０００次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得到。

基于前文的分析，这
里将环境管制的企业绩
效细分为企业ＴＦＰ影响
效应和企业价格加成影
响效应。表２给出了环
境规制带来的企业生产
率变动贴水效应。这里
分别用“两控”虚拟变量
直接解释计算得到的微
观企业ＴＦＰ，并且加入了
企业层面的个体固定效
应。回归结果表明，环境
规制带来的贴水效应是
显著存在的，对于企业而
言，严格的环境规制政
策，从更深层次上促使企
业ＴＦＰ水平提高。我们
依据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将全部的样本数据拆分
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法人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分别估计了环境规制给不同所有制
类型企业带来的生产率贴水效应。在所有的回归框架中，企业处于“两控”方案内时，对于其生产率
确实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而言，严格的环境规制具有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显著
差异。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对于ＴＦＰ的制约效应要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制类
型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一效应很低，表明“两控”方案对于这两类企业的规制效应
有限。

这表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通过所有制具有的“制度优势”获得了更多的环境规制外“福利”。
相反，当个人企业、法人企业、港澳台和外商独资企业所处的是重点调控的行业如重化工、重污染类
行业时，会直接成为“两控”方案重点控制的企业，因此企业ＴＦＰ水平会受到直接影响，并且清洁生
产等技术革新具有时滞效应，在短期内不会提高企业ＴＦ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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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两控”方案所引致的价格加成的动态变化效应
“两控”方案对于企业ＴＦＰ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那么，“两控”方案是否显著影响企业在所在行

业的市场势力呢？这里以价格加成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的“两控”处理效应虚拟变量为重要的解释
变量，分析“两控”方案所具有的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⑧。由于企业的价格加成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逐渐累积形成的，为了考虑这种时滞的影响效应，在全部的回归框架中都加入了价格加成的滞
后项。与前文一致，这里将全部样本数据也依据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了区分。在全部的回归结果
中，都加入了行业、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在回归模型框架中，参照相关研究，也加入了其它潜在
影响企业价格加成的控制变量，例如企业的成立时间（ａｉｔ）、企业人均资本强度和企业ＴＦＰ。回归结
果中也给出了相应的动态面板参数估计的、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Ｓａｒｇａｎ和Ｈａｎｓｅｎ统计量。在全
部的回归结果中，“两控”方案对于企业的市场势力具有显著的消减效应，这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
业都是显著的，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地抑制了相应企业的市场势力，也说明了在考察期限
内“两控”方案直接降低了企业的价格加成。在价格加成的消减效应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效
应最强，弹性系数分别达到了－ ２． ８４％和－ ３． １％，其次为国内法人企业和个人所有制企业的效应。
对于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效应比较小，而这与外资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型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些也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越能够
提高其市场势力，这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高度显著的。企业层面ＴＦＰ水平越高，企业的市场势力越
高，表明企业的技术水平对于市场势力的影响明显。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越高，表明企业的资
本密集程度越高，那么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强，这也说明了制造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经济规模的重要性。
由于在回归方程中都加入了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因此也考量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异质
性对于“两控”规制效应的影响。Ｓａｒｇａｎ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临界值表明，这里采用的ＧＭＭ参数估计方
法是高度有效的，系统ＧＭＭ能够提供参数的稳健估计结果。

（３）“两控”方案实施的产业间要素重新配置效应
微观企业层面“两控”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ＴＦＰ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那么在行业层面，“两控”

的规制方案是否显著地加速了资源要素的产业间再配置呢？依据实证产业组织理论，如果产业层面
资源错配程度降低了，那么就说明在考察期内“两控”方案加速了行业内资源再配置。首先我们依据
企业是否处于“两控”方案区域，分别在行业层面进行ＴＦＰ分解。其次针对中国的钢铁、水泥、火电、
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六大重污染行业”也进行了相应的ＴＦＰ分解。结果见表３。

表３　 行业层面ＴＦＰ动态分解效应
ＴＦＰ算法 ＴＦＰ的分解

方法（％）
ＴＦＰ的

总变化（％）
要素再配置
（％）

净进入效应
（％）

ωａｃｆ Ωｏｐ ２２． ０２ ６． ８２ ２． ５０
ΩＢ ２０． ００ ７． ０９ ２． １２
ΩＧＨ ２０． ００ ７． ５４ １． ８４
ＡＰＧ ２１． ２０ ７． ２２ ２． ５８

ωＴＣＺ Ωｏｐ ２５． ００ １４． ２５ ７． ３４
ΩＢ ２２． ５２ １０． ２４ ７． ５５
ΩＧＨ ２１． ０３ １１． ２３ ６． ５１
ＡＰＧ ２１． ４５ １１． ３１ ８． ７

六大重污染
行业样本

Ωｏｐ ２３． ２２ １５． ２３ ８． ０２
ΩＢ ２４． ０２ １４． ３２ ７． ０５
ΩＧＨ ２４． ３２ １０． ２３ ６． ５２
ＡＰＧ ２５． ４２ １１． ０２ ８． ５２

表３表明，在考察期内，企业层面的生
产率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在所有分解方法下
都得到了证实。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
有显著提升，说明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的
增长倾向于以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内涵
式增长。这一点与静态分解⑨方法下的结论
是一致的。在不考虑“两控”方案效应的前
提下，行业内要素重新配置过程虽然也显著
地提升了行业层面生产率，但是与经历“两
控”处理效应的行业相比较，这一要素重新
配置效应偏低。在“两控”影响效应下，这一
效应最高达到了１４． ２％，最低也达到了
１０ ２％，显著高于非“两控”方案效应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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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再配置效应。在行业层面企业进入退出对行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方面，通过比较“两控”方案调控下
的企业的进入退出效应而得到的净进入效应，对于行业层面ＴＦＰ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非“两控”效
应下的净进入效应（见表３）。表３同样给出了“六大重污染行业”层面生产率的动态分解效应，与静
态分解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发现要素的再配置对ＴＦＰ的贡献效应更高，同时，由于企业进入和退出行
业引致的行业ＴＦＰ变动效应也显著存在。动态分解的实证结果表明，“两控”方案促进了行业层面
要素再配置，其对于中国整体制造业发展更为有利。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两控”方案的实施对于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消减效应。这在所有的模型设定中都

得到了稳健的回归结果。采用空间处理效应的模型设定，我们发现那些经历“两控”方案影响的城市
环境质量得到了改善，污染物的绝对排放量水平在显著降低。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内，城市内工业三废
排放的增长率都是显著下降的，表明整体而言“两控”方案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城市层面制造业污
染物排放。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市发展中制造业份额逐步降低及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进
程的加快，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日渐凸显，以往的城市增长目标，逐渐被包容性增长的城市发展目标
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多以提升发展质量为核心，而环境是城市质量最为
重要的内涵型指标。政策评价的实证结果表明，单一城市层面环境规制政策在影响城市自身环境质
量时，也借助于环境规制具有的外溢效应，不断地对空间邻近城市产生间接的影响，同时这些城市经
济发展也同样受到空间邻近城市反馈效应的影响。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更加重视政策的协同性
和空间外部性。单一城市即使执行了最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如果空间邻近城市不采取协同政
策，那么整体的环境规制政策效应也不会取得预期效果。这一点对于制造业污染物的治理和ＰＭ２． ５
等大气污染物的治理同样重要。“两控”方案没有对ＰＭ２． ５起到直接的规制效应，我们认为缺乏系
统的城市间环境政策执行的联动效应是其根本原因。对于ＰＭ２． ５等跨界的污染物的治理，更应该
强化区域间的协同治理效应。京津冀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出台，为相应的政策实施提供了更为有
效的机制保证，这种协同治理机制将更有利于环境规制政策取得预期的规制效果。

环境规制中“两控”方案对企业ＴＦＰ和价格加成具有的短期抑制效应，从深层次上说明了企业
具有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潜在道德风险。然而，从环境规制长期效应来看，“两控”的环境规制政策
加速了行业内资源再配置，并且有利于全行业ＴＦＰ整体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政策
对钢铁、水泥、火电、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更为明显。我们认为对于“六大重污
染行业”或者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应该“精准”规制，强化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在其发展中的
综合效应，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节能降耗，进而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在短期，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可
能导致部分企业，甚至部分产业部门的利益受损，但是全社会则实现了发展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产业
竞争力。

“两控”的环境规制方案的实施，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效应明显不同。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
“两控”方案的影响下市场势力有所降低。因此，只有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
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取胜。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只有更加有效地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才能在城市发展中提升城
市居民的福祉，进而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环境污染引致的企业和居民
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这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该数据是１９９８年中国开始实施“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方案时的统计数据。
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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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由于研究主题和篇幅限制，本文并没有进行环境污染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直接评价，但是这一数据库为本文的研究
提供了数据基础。

④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全部年份的空间污染物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指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这里的
Ｍｏｒａｎ指数的计算是基于欧式距离的空间加权矩阵展开的。在其它类型空间加权矩阵情况下，ＰＭ２． ５污染物的排
放仍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⑤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常规控制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这里没有给出经典回归框架下的回归结果，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空间动态面板的Ｄｕｒｂｉｎ模型给出的回归结果更为
稳健，因此这里报告了空间计量模型框架下的回归结果。

⑦这里没有给出详细的ＡＣＦ计算和推演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⑧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相应的回归表格，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⑨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静态分解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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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强 环境规制提高了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吗？


